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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山东地区人文的特殊性①，历来史家亦多有发明，其中要以陈
寅恪的论断最为深刻而著名②。这些人能征善战、一呼百应，又不易管理、

约束。这种人文特性在考古材料上，也有体现。比如，在墓葬制度和丧葬
习俗上都表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状况，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中
古中国史，河北、山东构成了一个既不同于两京文化的传统，也不属于民
族文化的新的文化区域。该地区长时间的人文背景和独特的文化面貌，都
深刻地揭示了其墓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政治意蕴。

在中国考古学各时段传统社会所制定的墓葬等差次序已经建立的今

天，有必要加强对考古材料差异性的研究。显然，共性的研究是必需的。

但是，共性的研究又往往掩盖着客观存在的差异和细节。而历史的真相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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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孝聪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反思一样——— “区域的界定是最复杂、最困难的，

它本来应当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地事先划定的。可是，在人文地理研究中 ( 无论历史的或现
代的) ，‘区域’往往是由研究者来划定。其界线的划分，既有按综合自然作出的区划，也有按现
代行政作出的区划，或者按现代经济作出的区划。例如，以现代省区界线来描述古代的农业地理
或文化地理，不能说这样的区域界定没有道理，因为现代省区界线的形成有着历史演进的规律性

与传承性，与历史上的经济区或文化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无论农业区界线、文化区界线与行政
区界线吻合与否，都值得研究。但是，按现代省区来研究专题性部门历史地理问题，容易人为地
割裂长期自然形成的区划。或者说不是从事物的本源出发，使读者不易体察在发展与流动中是否
逐渐形成了某种区划，是否体现出地理学家强调的区域间的差异。” ( 详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
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在考古学的区域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
在考古学的相关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一个内容。
陈寅恪: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43—265 页。



往往就在细节之中，且差异性也往往是进一步解读区域历史与政治的关

键。现实的历史丰富多彩，而非整齐划一。这就提醒我们要尽快将对差异
性的研究提上日程。

如上所言，河北、山东地区便给我们呈现出这种差异性。显然，在河
北、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材料中，最为特殊而引人瞩目的便是圆形墓的出现
和延续使用。从传统社会墓葬的发展谱系看，无疑圆形墓并非传统社会墓
葬形式的主流，其出现是极其突然且让人费解的。而且从后世的沿用来
看，也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由此，圆形墓也具备了承担某种特殊意义
的符号的可能。

目前所见圆形墓首先出现于山东淄博①崔氏家族墓地。该墓地位于山
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南约 400 米。1973 年冬，辛店电厂施工过程
中发现。同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其中的 14 座墓葬②。1983

年，淄博市博物馆等又在该处清理了 5 座③。两次共发掘墓葬 19 座，时代
跨越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时期，该墓地也是山东地区目前已发掘的北朝
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迄今考古未发现崔氏以外的北朝圆形墓葬。崔氏为当时一门阀世家大
族④，圆形墓是跟这个家族紧密联系的墓葬形制，且在此后北朝崔氏的墓

葬中多采用。这一现象使得圆形墓从一开始便成为北朝崔氏一族的墓葬符
号。门阀是两晋南北朝乃至唐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时代特点，我们认
为圆形墓与门阀崔氏的紧密相关使得该墓葬有可能成为探讨门阀士族与政

治的一个切入点。

同时，圆形墓是该地区所有墓葬类型中经历时间最长的，在空间分布

上呈现明显的扩散现象。在时间上，从北魏到辽代，前后历时约 600 年;

在空间上呈现出从山东向河北、北京、辽宁朝阳地区扩散的状态，由东往
西、折向北。这样的地理空间有可能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空间。这使我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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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圆形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成为可能。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圆形墓是反映河北、山东地区人文特殊

性的一个焦点符号。它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应运而生的特殊产物，颇具研

究旨趣。

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由于某种历史形成的原因，在已有的考古学

墓葬研究中，多倾向于不同墓制等级制度的研究，尚未对某一墓制尝试专

门深入的探讨。圆形墓的研究也不例外。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专门对圆

形墓进行研究的论述①。它们大多是将圆形墓置于该地区所见的墓葬类型

中进行研究，显然这种方式影响了对圆形墓的深入认识。我们亟需一种更

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发掘似乎弥补了这一遗憾。该墓的特殊性使

它一面世就为学界所重视。该墓是迄今在朝阳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

唐墓，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遗物，发掘者推断该墓主人为武则天时期的营

州官员②。在墓葬的甬道壁龛内发现 2 件辫发石俑，唐墓中石俑极为罕见，

而辫发石俑更是首见。这些特殊性使该墓脱颖而出成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姜思念在墓主人身份和年代上支持了发掘者的观点，并以辫发石俑作为研

究的突破口，认为这两件石俑应是古代粟末靺鞨族人的石像，这是有关靺

鞨徙居营州历史的一次重要发现。唐代营州官员墓葬中随葬粟末靺鞨石俑

就是大量靺鞨人内附的反映。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内迁靺鞨人的汉化

问题③。

显然，关于圆形墓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课题。于是，对该

墓葬形制的出现原因便成为一个相对集中讨论的焦点问题。但关于圆形墓

出现的原因，说法不一。限于目力所及，大概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圆形墓是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的毡帐制度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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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吕学明、吴炎亮: 《辽宁朝阳隋唐时期砖构墓葬形制及演变》，《北方文物》2007
年第 4 期，第 32—39 页; 辛岩: 《辽西朝阳唐墓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 年第 2 期，
第 126—131 页; 张洪波: 《试述朝阳唐墓形制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6 年第 1 期，
第 98—103、97 页。等等。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 《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

年第 8 期，第 59—70 页。
姜思念: 《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出土靺鞨石俑考》，《考古》2005 年第 10 期，第 68—

72 页。



地区墓葬形制相结合的产物。见诸文本首倡此说的是黄河舟①。此观点最
为不利的反证是: 目前所见鲜卑墓葬多为长方形或梯形的土坑墓，不见模

仿其毡帐的圆形墓葬。入主中原以后，鲜卑墓葬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此说
仍颇有影响。

张洪波便延续了这种说法。在对朝阳地区唐墓形制的研究中，他认
为: 唐朝圆形墓在营州大量发现，追其源，“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圆
形毡帐环车是其模仿对象”。并认为 “仿造出现这种圆形墓要有一个过程，

并不是一步到位，从考古发掘材料证实，朝阳北魏半月形石椁墓，处于萌

芽时期，隋至唐初弧方形砖室墓是其过渡时期，唐贞观年间是圆形墓走向

成熟时期，发展在辽代”。他又对圆形墓的墓主人身份提出了自己的判断。

认为 “圆形墓墓主，多为东征北伐军人之墓。即使是女士墓也多为参战军
人妻眷”②。显然，张洪波的这个说法忽视了圆形墓在北魏便已出现的事
实，更没有注意到圆形墓在路线上的北移及其墓主人身份的多样性。

针对河北定县南关唐墓，信立祥认为该墓的圆形单室结构，“与北方
地区的方形砖室墓迥然不同，可能为迁徙内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模拟穹庐牧

帐而来”③。换言之，信立祥认为此类墓葬有可能是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模
拟其居所而建造的。但是，圆形墓墓主有一部分为东征北伐军人之墓，正
如张洪波所指出的那样。因此，信说恐亦难以成立。

第二种观点，方殿春 《论北方圆形墓葬的起源》④ 一文是最早的专论
圆形墓的论文。方文认为圆形墓葬的渊源，是弧方形墓葬。此二者之间是
一种吸收和发展的关系，但绝不是代替关系，并将其总的纵向发展层次概

括如下:

方殿春从两个方面反驳了圆形墓是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圆形毡帐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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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殿春: 《论北方圆形墓葬的起源》，《北方文物》1988 年第 3 期，第 39—41 页。



法。其一，河北、山西南部是圆形墓葬的起源地域，而赤峰、朝阳等地是
圆形墓葬分布范围的北缘，圆形墓由南而北传播无可非议。其二，从时间
验之，圆形墓起码出现于北魏时期，而毡帐传入中原地区，当属唐初前

后。所以，圆形墓与毡帐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们的平面形制虽然皆为圆
形，但由于出现、存在的原因和条件迥然不同，这就决定了两者具有自身
演变、发展的基本规律。方文进一步提出圆形墓的出现、发展是社会各种
基本因素交织的结果。如当时门阀士族的厚葬之风使得此时的墓葬规模趋
于增拓，主室逐渐加大，开始大量出现一些方形、弧方形大墓。文章进一
步从建筑力学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认为 “若要修筑大墓，墓壁须加长，

空间跨度也须增大。因此采取以外弧线壁代替直线壁的结构，以增强墓室
的坚实性，是符合力学原理的”，加之当时河北、山西南部佛教石窟的建
造技术表明上述两地具备得天独厚的技术条件，于是，方文认为圆形墓出

现于此二地区是情理中事。

方殿春的专论，从圆形墓的起源与传播以及与毡帐传入中原的时间先

后有力地反驳了将圆形墓的出现归结于北方游牧民族毡帐影响的观点。但
是，其中有几点尚需我们注意。

第一，至于圆形墓的建筑方式在力学上可使墓葬结构更为坚固，究竟

是否有道理，其详不得而知。但是，一个明显的反证便是，此后圆形墓的
建筑构造在宋代以前并没有被汉文化的帝王陵寝所采纳，并得以广泛地

推广。

第二，方文误将一些弧方形墓葬，如山西祁县韩裔墓①等，视为圆形

墓，从而导致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如，误将山西视为圆形墓的起源地之
一，进而影响了对圆形墓传播路线的认识。等等。

将弧方形墓视为圆形墓前身，有以辽宁朝阳大街唐墓 M2 为例的。该
墓为椭圆形单室砖墓，其墓室立壁用平砖横砌，由五部分围合而成，每两

部分接合处不压缝，为直缝。上部逐渐内收起券。李新全便认为该墓形
制、结构较特殊，同以往发现的朝阳唐墓有不同之处，即其墓壁系由五部
分围合而成，接合处不压缝，而采用直缝形式，这种做法表明它可能处于

隋以前的弧方形墓向唐代的圆形墓演变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它是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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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正刚: 《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 年第 4 期，第 64—73 页。案，简报
( 第 65 页) 称该墓“墓室平面成方形，四壁砌成向外凸出的弧线，近似圆弧形”。



形墓向圆形墓演变的过渡形式①。但是，我们知道圆形墓的出现早在隋代

以前。所以，上述推导的理据实际上并不存在。

第三种观点，谢宝富对黄河舟、方殿春两位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对北

朝两百余年墓葬形制的区域特色及其上承魏晋、下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进行

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圆形墓的出现与后二者无关。他的论证较为深入全

面，现迻录于后。他说: “从北朝圆形墓分布地点来看，这些推测恐难成

立。其一，如果圆形墓与毡帐有关，那么它的出现时间上当以北朝早期为

多，地点上应以辽宁、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南等鲜卑族聚居处为多。

实际上，圆形墓主要出现于北魏晚期以后，地点上辽宁、内蒙古、山西等

地并未发现圆形墓。完工、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未见圆形墓，拓跋氏定都

平城后，也未见圆形墓。相反，受北方少数民族习俗影响较小的山东地区

有较多的圆形墓发现，可知毡帐与圆形墓并无内在联系。其二，如果圆形

墓的出现与佛教建筑风格的影响有关，那么北朝圆形墓的流传当不仅限于

山东、河北地区。佛教寺塔林立的北魏首都洛阳、与西域邻近的宁夏、陕

西当有较多的圆形墓。但考古成果表明，宁夏、陕西并没有圆形墓，洛阳

也仅 1 座。在我看来，圆形墓的出现是中原地区弧方形墓演进的自然结

果，因为方形墓→四壁微外弧的弧方形墓→四壁较外弧的弧方形墓→圆形

墓之间有着逻辑演进关系，北朝圆形墓的较多出现当是魏晋以来弧方形墓

流行、演进的自然结果。”尽管其论据充分，但是，接着他又谨慎地说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②。

第四种观点是李梅田提出的。他认为 469 年北魏慕容白曜平青齐前，

青齐崔氏与南朝的联系十分紧密，加上地域临近、士族固有的华夏正朔心

理等因素，推测青齐崔氏墓葬有可能采用长江下游东晋南朝高等级墓葬中

的平面呈椭圆形的墓制③。但是，李文并没有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五种观点将圆形墓的出现跟宗教相关联起来。倪润安有针对性地探

讨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认为它主要集中出现于清河崔氏 “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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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并对上述第四种观点提出驳正。他认为青齐豪族与刘宋朝廷之间的
关系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乌水房崔氏 “同刘宋的关系，压抑和利
用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即便崔旷父子从刘宋统治中心区域学习了一
些墓葬建构的做法，也是屈从于形势需要; 等到北魏平青齐、崔灵延等家
族主要成员皆北迁平城地区后，那些施行时间并不长、也没有根深蒂固的
南朝做法就失去了继续遵从的必要，也没有条件继续维持。太和中期，孝
文帝恢复了青齐豪族的士族身份，允许他们返回青齐，并开通了选用他们

入仕的途径。对于 ‘例得还乡’的乌水房崔氏来说，他们更不需去追承南
朝统治时期的旧事了”。因此，他主张乌水房崔氏圆形石质墓的渊源，应
当立足于从北朝的时空框架中去探寻。认为是崔光创制了圆形石质墓。他
从北魏在云冈修建的椭圆形石窟寺入手，推断崔光鉴于石窟建造在当时政

治环境中的特殊作用，而将其圆形、石质特征移植到家族墓葬的设计上。

这种墓葬形制既因仿椭圆形石窟，迎合了试图维护旧俗的众多的鲜卑贵

族，又因建于地下、不事张扬，而不与积极汉化的孝文帝、巩固汉化的宣
武帝相忤逆。这一结果实际上反映出崔光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欲有所作
为、又想两不得罪的 “骑墙”心态①。倪文的探讨另辟蹊径，为我们展示
了理解该问题的崭新思路和角度。他试图紧密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和他们在
北魏政治中的政治生命重新审视，并将圆形墓与乌水房崔氏联系起来。但
是，临淄崔氏墓葬所出墓志文中并不乏直言对北魏政府的不忠不敬，甚而

是反政府的政变记录，其放肆可见一斑。这种叙述方式也见于北魏江阳王
元乂墓志，可见他们对此并不需要隐瞒。故可知崔氏存有 “骑墙”心态的
可能性几无。而且，圆形墓墓制的使用并非只在崔氏乌水房一支中，如博
陵崔氏的崔昂也使用该墓制②。这说明圆形墓应是整个崔氏一族的独特葬
制，而不能以其中的一支来论证并替代该族的总体情况。

王佳月则认为北朝崔氏圆形墓的出现跟崔氏家族深厚的佛学义理背景

有关③。但是，这实际上是对崔氏门阀宗教信仰出现根本性的认识错误所
致。韦正认为崔氏墓群是更充分的 “象天地”思想和堪舆术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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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崔氏首倡的将墓室建成圆形之举有可能是浑天思想的产物，崔氏圆

形墓正像浑天仪的上半部，并推测在新型的圆形墓室中天地已经融为一

体，墓主不言而喻已经升天或升仙， “墓室”就是 “天堂”，这是一个形
式和理念都甚为圆满的墓葬形式，与此前流行的非圆形墓葬相比是一个很

重要的转变。他认为崔氏圆形墓的规划跟道教、佛教无关①。不过，将圆
形墓比拟为浑天说之模型的外化，实际上也是出于对传统浑天说模型的误

解。“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
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
浮。”浑天说认为天不是一个半球形﹐而是一整个圆球﹐地球在其中﹐就
如鸡蛋黄在鸡蛋内部一样。可见从浑天说里并不能推论出天、地之圆形。

换言之，传统之浑天说的模型并非圆形墓规划之来源。

可见，除了上面提到的方殿春、倪润安、王佳月和韦正等四篇文章之
外，已有的研究多把圆形墓置于王朝墓葬等级序列中的一个类型。这些论
述都没能把握南北朝门阀士族政治的时代背景和门阀士族的特点，进一步

揭示它跟门阀士族政治的关系。此外，没有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系统梳理圆
形墓的变迁。而且由于同样过于强调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忽视学科的历史
学性质，从而严重影响了理解考古材料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造成误解的
一个原因。

总之，圆形墓可以称得上是南北朝时期政治的浓缩，在某种程度上甚

至可以说是时代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且也较好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的变迁，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古社会的绝好视角。对该问题的探讨，我们还
有必要、也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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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正: 《试谈北朝崔氏墓的象征性》，载《庆贺徐光冀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27—439 页。案，韦文在文前对此前圆形墓的研究做了简单分类，其中对笔者的观
点归纳完全错误。关于圆形墓的研究，笔者虽在《葬俗研究》课程上讲述多年，但论稿一直没有
发表，仅在拙文《唐宋墓葬神煞考源》的注释中指出撰有此文 ( 见《唐研究》第 18 卷，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3 页脚注 ［42］) 。有听课者未能明晰其中大义而断章取义; 或有道听途
说者，更是不得要领。不过，笔者还是很欣慰地发现，笔者所论方向及所用资料的复现。


